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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新常态下中国人口
生育政策调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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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解读了中国人口新常态的定义，列举中国人口新常态下的人口红利消退与低生育率并

存、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性别比失衡等现状特征，分析中国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之间的相互作用

关系，指出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应对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做进一步调整。同时，提出

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建议，认为目前当务之急应该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的

不断变化而做出进一步调整，在生育这个问题上遵循政府不干预，完全自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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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到“新常态”，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

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

态。［1］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全面解读，概括来说

可以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归纳为以下五个特点：一是速度变化，即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经

济增长速度稳定在7%到8%的区间，同时指出，只要经济在高于7.2%的合理速度区间内发展，就不会

采取非常规的宏观政策进行调控和刺激；二是动力转换，由出口为主转为国内消费为主，由政府投资

为主转为民间投资为主，并且将技术进步和创新作为经济发展新动力；三是结构优化，经济结构避重

就轻，呈现出服务业比重上升而农业和制造业比重下降的态势；四是收入比例调整，企业收入占总收

入比例下降而居民收入占总收入比例上升；五是增长模式改变，货币推动型增长模式已成为过去，

“控制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和债务杠杆优于经济增长本身”。［2-3］从这些讲话可以看出，无

论是大力扶持第三产业，增加国内消费需求，还是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来带动经济增长以保障

经济的稳定中高速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发展都与人口密切相关。而中国

正面临的是人口红利消退与低生育率并存、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性别比失衡的人口新常态。［4］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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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人口新常态，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应该尽快调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生育，使其适应新常态下的中

国经济发展。

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

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5］此次做出生育政策调整是为了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但

是，目前，政策实施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国家卫计委曾确认全国符合“单独”生育二胎条件的

夫妇有1 100万对，认为在政策实施的初期，每年会有200万对夫妇提交二胎申请，但是截止到2014
年8月，提出二胎申请的夫妻只有70万对，比预想少70%。［6］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刚刚调整的人口

生育政策没有缓解中国人口新常态的现状特征，也不能满足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中国人口新常态的现状与特征

所谓“常态”，是在一定时期内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而中国人口新常态是指在未来的一个时期

内，中国人口呈现出的相对稳定的态势。这意味着中国人口不会在短时间内出现人口暴增或锐减，

也意味着目前人口红利消退与低生育率并存、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性别比失衡的人口现状特征在

一定时期内不会有所改观，而是成为一种常态化。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对现今的生育意愿和

生育观念形成一种相对固化的影响，进而形成一种相对固化的人口规模，同时使总和生育率呈现出

相对稳定的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小幅度的人口生育政策调整已经难以缓解这种趋势。

1. 人口红利消退与低生育率并存

中国人口红利期从1980年左右开始，当时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59.8%，之后逐渐上升到2010
年至2015年的人口红利高峰期，此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1.5%~71.9%，之后比重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在2020年达到9.96亿人。［7］按照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8预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

2050年将降至 8.59亿人。［8］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

测》中指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为1.4，与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已经非常接近。［9］如果

按照1.4的总和生育率计算，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缩减得更快。由以上数据可知，中国长期以来

一直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人口红利”比较优势正在逐渐消退，总和生育率也处于较低水平，且没有

上升迹象。

2. 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到2000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6.96%，数值为0.88
亿人。到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 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 1.188亿人，约占总人口的 8.87%。［10］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中，对中国未来人口发展进行了预测。该预测假定中国的总

和生育率在 2000~2005 年、2005~2010 年、2010~2020 年、2020~2050 年分别保持在 1.75、1.80、1.83、
1.80水平上，那么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将从2000年的不到7%上升到2020年的12.04%，再上

升到2040年的21.96%以及2050年的23.07%。而目前发达国家的老年人口比例为25.9%，发展中国

家老年人口比例为14.3%，世界各国老年人口比例的平均水平为15.9%。显然，按照预测，中国2050
年老年人口比重将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1］

根据联合国统计标准，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的7%就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那么，中国

在2000年之后就进入了人口老龄化国家的行列，并且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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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生性别比失衡

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水平为 102~107。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在 1982年为 107.1，处在正常水

平的边缘，2000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6.9，2005年为118.6，2007年为120.2。据卫生部副部长

刘谦介绍，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18.08。201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中指出，中国目前19岁以下人群的性别比严重失衡，按照这个

性别比推算，到2020年处于婚龄的男性将比女性多出2 400万人。

二、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人口发展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影响，人口发展

需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趋势。同时，在不同历史阶段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也会产生正反两方

面的影响。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较

为复杂的过程，人口总量增长过快一度成为制约经济起飞、对资源环境造成压力沉重的重要因素。

当时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控制人口数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人口

过快增长得到有效控制，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也增强了养育人口的能力，再加上人们生活水

平及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人们的生育意愿逐渐转变，总和生育率随之降低，人口长期处于低生育

水平阶段，而不断降低的总和生育率也将导致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性别比失衡

的人口特征，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人口新常态”。

人口新常态是我国实施积极干预的人口政策的结果，我国人口问题已经从数量控制转向优化结

构，人口新常态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首先，由于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对资

源环境的压力得以缓解，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其次，长期低生育水平使我国出

生人口减少，加上老龄化还不是十分严重，我国尚处于人口结构最好的人口红利期，劳动力总体供应

充足，有利于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人口新常态所带来的人口结构性问题，也将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人口

新常态不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表现有以下方面：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与低生育率水平并存加剧了新

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下行趋势。一系列研究数据显示，劳动力资源丰富与GDP增长有密切关系。蔡晳

与王德文的研究表明，在1982年到1998年期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而抚养比较低，这对人

均GDP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陈友华通过对中国过去数年的数据分析得出，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

源对于GDP的增长贡献率达28%。有研究显示，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在1970年至1995年期间出现的

高速经济增长也与当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有关，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因素对其经济高速发展的贡献

率超过30%甚至高达50%。由此可见，中国人口红利消退与低生育率水平并存的人口新常态特征将

严重影响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发展。

二是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不利于新常态下中国居民收入水平以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首先，人

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使得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下降的同时，又提高了他们的抚养比，相当于增加了

税收，减少了收入，这会让劳动年龄人口降低劳动供给意愿，减少供给数量。这样的后果是进一步加

重了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其次，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使得大量的资金不得不用于养老、医疗等非

生产性领域，减少了私人储蓄和公共投资，导致人均收入增速放缓甚至下滑。这些都不符合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经济新常态下提高居民收入的要求。而且，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违背了以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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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的中国经济新常态发展要求。因为老年人的学习能力没有年轻人强，接受新

知识、新技术的速度也没有那么快，思维不太活跃且容易被固定的模式束缚，缺乏“初生牛犊不怕虎”的

精神，不敢尝试新事物，害怕失败，这些都不利于发明创造，也不利于将新知识、新技术应用到实际生产

中。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妨碍生产力的提高，不利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发展。

三是出生性别比失衡不利于新常态下以消费带动经济增长。一些生育男孩的家庭在孩子很小

的时候就开始未雨绸缪，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为孩子将来在婚姻市场上积累更多的竞争筹码，

甚至出现了竞争性储蓄。这不利于缓解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现状，不利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发展。

由以上分析可知，目前中国人口新常态的几个特征都不利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了改

变这种现状，笔者认为应该立即调整中国人口生育政策。

三、人口新常态下中国人口政策调整建议

1. 适时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

适时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经济新常态发展要求。第一，中国的经济

增长在一段时期内还要依靠制造业的发展，［12］依赖于国际市场，而制造业是需要大量劳动投入的行

业。因此，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可以有效保证制造业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供应，从而保证中国制造

业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第二，缓和人口老龄化问题，降低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最简单

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生育率，扩大人口总量，增加劳动力资源。那么，在中国计划生育体制下，要想

提高生育率，首先就要放宽生育政策。事实已经证明，“单独”二胎生育政策对总人口的影响甚微，因

此，应该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第三，生育政策的放开有利于缓解性别比失衡状态。中国知名人

口学者穆光宗认为，“偏男生育意愿”和“生育选择空间”过于狭小之间相互冲突和挤压是造成中国出

生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因此，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可以扩大“生育选择空间”，让出生性别比

趋于合理化。第四，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可以扩大人口数量规模，提高年轻人比例，有利于刺激

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

2. 适时取消社会抚养费

在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主要目标的政策导向条件下，对计划外超生收取社会抚养费是控制生育的

一种经济手段，这种手段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有一定效果。但是，在社会经济条件发生巨大变化

的新时期，社会抚养费转变为高收入群体超生的特权渠道，形成了新的社会不公平。同时，有关社会

抚养费征收和使用去向也饱受社会诟病。在人口政策转向促进人口结构优化的背景下，应当适时取

消具有惩罚性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制度，尽可能采取奖励和引导政策，对于执行生育政策的家庭给予

奖励，“通过有效的奖励、帮扶、救助、保险等保障措施，全面解决计划生育家庭的后顾之忧”，“使计划

生育成为全体社会成员自觉自愿的行为”。

3. 及早准备对应“低生育陷阱”

从2013年11月中国宣布放开“单独”二胎生育政策到2014年8月，提出二胎申请的夫妻仅有预

想中的30%。即使放开二胎，也不排除我国总和生育率在不远的将来掉入“低生育陷阱”的可能。日

本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同样采取过人口控制政策的韩国现在就面临生育率

难以提高，人们生育意愿较低的困境。2005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8，按照这一态势发展下去，

韩国人口专家预言，到2200年，韩国人口仅剩140万人。因此，为了避免日本、韩国人口发展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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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局，我国应该及早做好准备，提倡每个家庭生育两个孩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恰当的人口政策应该符合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并且应该随着客

观条件的变化而及时做出调整。目前，处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需要人口政策做出进一步的放宽调

整，并且人口政策的进一步放宽对经济总量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人口增加的负面作用。因此，笔者

认为，当务之急是应允许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之后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客观条件的变化不断完善

人口政策，把人口发展的目标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人口结构，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

人口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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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Adjustment to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n the New Normal of Population in China

WEI Yi-hua，CHI Ming
（College of Economics，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Jilin，130012，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explained the definition of the“New Normal of Population”，cited current character⁃
istics of subsiding of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with low fertility，deepening population aging and imbal⁃
ance of the sex ratio，and analyzed the interaction of the New Normal between population and economy. The
article considered that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should be adjusted after the“new normal”theory elabo⁃
rated b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lso，it presented the suggestion for policy adjustments as follow:
First，it is imperative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fully lift two-child policy; then，the policy should be ad⁃
justed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inally，the government should
achieve the principles of non-intervention and completely voluntary on fertility.
Key Words：the New Normal of Population，the New Normal of Economy，Family Planning Policy，Econo⁃
m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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